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路径
—以山东省16地市QCA分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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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索省级范围内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不同路径，理解其差异化发展的机制，本研究基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研究框架，运用 fsQCA方法探讨了山东省16地市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①R&D人员投入是影响山东省各地市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关键瓶颈，且不存在构成非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②发现4条高绿色技术创新路径和3条非高绿色技术创新路径。③山东省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和集聚辐射效应。本研究深层次地解释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因果复杂性，有力证实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也为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提供了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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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ation Paths of Urba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the Combination of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Efficient Market:
A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16 C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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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paths and mechanism of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mong cities,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efficient market’ uses the fsQCA method to explore the configuration effect of regiona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 16 c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study found that: (1) R & D personnel input is the key bottleneck affecting the high level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re is no necessary condition to constitute the non-high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level. (2) There are four high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paths and three non-high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paths. (3) The distribution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level in Shandong Province show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agglomeration and radiation effect. This study deeply explains the causal complexit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ongly confirms the role mechanism of combination of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efficient market on urba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lso provides a focu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urba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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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为全面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深刻把握低碳发展理念指导下产业结构调整机遇，重塑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系统性变革，各城市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非常重视，力求找到关键抓手。陈云贤等[1]提出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理论从区域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的双强运行机制为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中国制造2035》将“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定为基本方针，“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为基本原则，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的结合点，在实现生产模式能耗降低、污染控制与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赢的核心动力和现实要求[2]。与之相对的，非绿色技术创新只能带来经济效益而无法提高环境质量，非绿色技术的发展甚至由于能源反弹效应进一步加重环境污染[3]。
近年来，学者们围绕绿色技术创新问题展开了理论和实证研究。早期主要偏重于绿色技术创新研究视角的探究，主要从自然资源观 [4]、制度理论[5]、企业社会责任观[6]等理论和观点对绿色技术创新进行了分析。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的研究开始聚焦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因素的探究，包括基于环境规制[7]、R&D投入[8]、市场需求[9]等外部驱动因素及绿色技术能力[10]等内部驱动因素。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研究主要以单个企业或国家层面的31个省区作为研究对象，而省域下不同城市间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发展和错位竞争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最有力的实施尺度。其次，多数研究主要对单一要素净效应的因果关系进行论证，鲜有研究讨论多要素组合状态对结果的影响。山东省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先行区，经济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坚韧性，本研究以山东省16地市作为研究对象，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的视角，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究山东16地市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主要驱动因素，找到组态实现路径和规避路径，从而为各级城市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区域性治理策略建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
2.1  成熟市场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
成熟市场经济理论由经济学家陈云贤创新提出，该理论基于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成功实践经验，从区域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出发提出“强政府”与“强市场”双强运行机制的新观点[1]。该理论指出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矛盾双方关系,“有为政府”按三类资源配置中政府配套措施的有无分为“弱式”、“半强式”、“强式”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按现代市场六大功能体系作用程度，分为“弱式”、“半强式”、“强式”有效市场，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九种模式选择，二者的有机结合既能纠正“市场失灵”又能减少“政府失灵”[11]。政府有为是对资源调配、政策配套、目标实现三者合一的有为，其判断标准是尊重市场规律、维护经济秩序、有效调配资源。经济发展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相应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需要补偿先行企业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所面临的风险，而且先行企业的成功有赖于基础设施和制度规范的完善，政府需要因势利导，组织协调相关企业对相应基础设施的投资或由政府提供基础设施投资及完善制度规范[1]。市场有效是是对生产竞争、市场公平、营商有序三者合一的反映，其判断标准是基本功能健全、基本秩序健全、市场环境基础健全。在充分竞争、完善有效市场体系形成的价格信号引导下，企业才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和技术决策，形成竞争优势前提条件[11]。因此，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是研究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不可忽视的重要情境，唯有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格局，区域内各企业才能顺利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2.2  研究框架
2.2.1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分析范围界定
首先就“有为政府”而言，环境规制政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促进产业技术革新和绿色转型一个较为有效的政策工具。余泳泽等[12]将环境政策与政府目标约束行为相结合，分析发现政府环境目标约束会使地方政府通过加强环境规制推动当地产业转型升级。原伟鹏等[13]在实证检验中验证了中央政府垂直型、地方政府平行型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高质量低碳“双赢”发展的影响。此外，我国政府对于企业研发资助工作从未停止，主要包括政府科技补助、技术引进、政府投资基金和其他多种资助形式[14]，政府资助可直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同时会促使企业提高创新效率以维系与政府部门的隐性政治关联[15]。其次，理论和实践均证明，“有效市场”使得市场配置资源成为最有效率的形式，沈坤荣等[16]在研究中用市场化程度表征“有效市场”并指出正是政府主导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造就了中国的有效市场。并且郭秀强等[17]在研究中指出财政研发投入、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市向影响作用，相比之下，企业研发投入有更加明显的刺激效果，而企业研发投入又可以细分为 R&D 经费投入和R&D人员投入两个二级指标[18]。因此，本研究结合“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成熟市场经济理论界定环境规制、政府资助、市场化程度、R&D经费投入、R&D人员投入五个因素作为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采取组态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影响要素组态模型（见图 1），为探寻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路径提供分析框架。.
[image: 绿色技术模型]图1 分析框架
2.2.2  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有为政府因素分析
（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
适度的环境规制是刺激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制度理论解释外部压力促使企业实施绿色创，政府环境规制具有强制性及全局性，主要通过“创新补偿”和“遵循成本”两种机理影响绿色技术创新[19]，“创新补偿”效应依据“波特假说”进行探讨，Porter 和 Linde[20]认为环境规制不仅能够治理环境问题，而且可以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适度的环境规制在达到环境目标的同时，帮助企业获取优质资源、提高核心竞争力，从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实现“创新补偿”。“遵循成本”效应则是围绕新古典经济理论进行讨论，该观点认为环境规制扭曲了企业要素配置，节能减排的要求将会促使企业成本增加，对创新投入产生挤出效应，“挤出”企业的创新投资，进而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21]。
（2） 政府资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政府资助在推动绿色创新发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政府研发资助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也呈现促进与抑制两种作用观点[22]。“促进论”基于外部经济理论，认为绿色技术创新外部溢出性会使企业减少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政府资助可以分担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资金投入，解决溢出问题，弥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资不足，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23]。“抑制论”则认为政府研发资助会挤占企业自有资金对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投入，加大企业对政府资助的依赖程度，对企业研发形成替代效应，或企业将政府创新补贴用于弥补企业成本或其他非“绿色”创新活动，从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24]。
2.2.3  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有效市场因素分析
（1）市场化程度与绿色技术创新
市场化代表着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以市场方式开展，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推动力量，而市场化水平是这一因素的核心，也是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动力之一。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相对较少，市场信息流通快，要素市场比较成熟，能够加快绿色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25]。并且市场化水平越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能够有效保障企业技术创新收益。在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信息透明度较低，导致区域内信息不对称，造成资源错配、过度使用和浪费，抑制企业绿色创新投入，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发展[26]。
（2）R&D经费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
R&D经费投入是创新资源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创新活动的重要保障。全社会R&D经费投入的多元集聚能够有效提升地区自主创新能力[27]。技术竞争理论认为创新资源优势能够转化转换为创新能力优势[28]，R&D经费投入强度夯实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充足的R&D经费投入可以支持企业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或购买技术成果、引进高端设备改进技术，从而吸纳更多技术创新要素融入实体形态要素，实现企业的技术更新、产生技术变迁收益[8]。但有研究表明，R&D经费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及非线性特征[29]。
（3）R&D人员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
R&D人员是技术创新的关键主体。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是影响技术研发的最关键因素，贯穿知识传播的始终[30]，R&D人员作为知识转移与吸收的载体，其投入的增加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创新系统内部的知识学习、传播及创新成果产出水平，还有利于增强企业内外部新技术知识的应用能力，实现知识溢出效应[31]。R&D人员投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Ｒ&D 资金的使用方向和效率，企业通过获取外部技术知识、识别技术机会、产品市场需求等方面影响企业自主创新动机，激发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活力[32]。相反，R&D人员存量不足，则会造成区域内学习和内化新知识的能力低下，从而阻断创新活动的开展[33]。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定性比较分析
[bookmark: _GoBack]QCA定性比较分析是基于布尔代数与集合论思想的组态分析方法，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用于研究多元前因条件及其组态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充分必要关系，既能够聚焦案例进行纵深分析，又有助于通过大样本发现多条差异化等效路径，为解决复杂因果关系提供了有效方法，提升了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34]。近年来，QCA的应用已经被拓展到管理学的各个领域[35]。
绿色技术创新是多个环境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涉及有为政府（环境规制、政府资助）和有效市场（市场化程度、R＆D经费投入、R＆D人员投入）两维度下的多个前因要素，且各因素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如果采用传统的相关性统计手段，仅探讨因素的独立作用或两两交互作用会忽略众多因素的协同作用，因此本文选择QCA方法，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运用集合论的视角，一方面可以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二维视角，识别哪些要素是结果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可以探究五要素的联动所形成的绿色技术创新差异化等效路径以及非高绿色技术创新的规避路径，并通过整体视角聚焦每条路径下的山东省代表地市进行具体案例分析，揭示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
3.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3.2.1  结果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学者们对其测定主要从投入或产出视角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基于此，本文参考Wurlod和Noailly[36]研究中的产出角度，选取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19国际绿色分类体系IPC中的绿色技术创新专利数据作为结果变量测量指标。
3.2.2  条件变量
对应结果变量的选取视角，本研究从投入视角测量前因变量。其次，考虑到前因要素影响的滞后性，因本研究选择2018年的数据作为变量测量指标并依据已有文献及《山东统计年鉴-2019》收集整理相关数据。
（1）环境规制。以山东省各市万元GDP能耗为指标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它是体现区域政府环境规制效果的综合性指标[37]。具体相关数据从山东省统计能源统计处申请数据公开所得。
（2）政府资助。以山东省各市科学技术支出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作为政府资助强度的衡量指标，它反映了区域政府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具体数据从《山东省统计年鉴-2019》整理所得。
（3）市场化程度。以山东省各市营商环境评分代表区域市场的完善成熟度，该数据由市场主体在准入、经营及退出过程中涉及的外部市场环境状况综合而成，是反映区域市场化程度的有效指标[38]。具体数据从《2019年山东省营商环境评价得分表》整理所得。
（4）R&D经费投入。以山东省各市R&D经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R&D经费投入强度的衡量指标。该指标体现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强度。具体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2019》并参考国家统计局《中国创新指数（CII）研究》计算方法整理所得。
（5）R&D人员投入。以山东省各市每万人R&D人员全时当量（万人年）作为衡量指标。该指标体现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人员的投入规模和强度。具体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2019》并参考国家统计局《中国创新指数（CII）研究》计算方法整理所得。
3.3  数据校准
模糊集校准是将定量指标转化为集合的过程[39]。具体而言是指根据理论或案例实际情况选择三个锚点给案例数据赋予0~1集合隶属度（1完全隶属某一集合、0.5交叉点、0完全不隶属某一集合）的过程，从而确定高绿色技术创新的模糊集，隶属度越高表示案例隶属于目标集合的程度越强。本研究使用直接校准法，将各变量的上四分位数、中位数及下四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锚点进行数据校准。描述性统计及校准如表1所示。







表1 校准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统计

	
	完全隶属
	最大模糊点
	完全不隶属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0.75 
	-0.50 
	-0.25 
	
	
	
	

	绿色技术创新
	602.25 
	268.00 
	207.50 
	144.00 
	3 059.00 
	662.94 
	943.29 

	市场化程度
	91.23 
	90.72 
	88.80 
	87.54 
	93.06 
	90.25 
	1.74 

	环境规制
	0.32 
	0.17 
	0.07 
	0.00 
	1.00 
	0.25 
	0.26 

	政府资助
	0.04 
	0.03 
	0.01 
	0.00 
	0.04 
	0.02 
	0.01 

	R&D经费投入
	0.03 
	0.02 
	0.02 
	0.01 
	0.03 
	0.02 
	0.01 

	R&D人员投入
	1.98 
	1.25 
	0.77 
	0.41 
	5.94 
	1.74 
	1.56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必要条件分析
按照fsQCA的分析逻辑，在分析条件组态之前，首先要分析单一条件变量的“必要性（Necessity）”，即单个变量是否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的一致性阈值为0.9，当一致性大于0.9时，则认为该条件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40][41]。表2为5个条件变量对高绿色技术创新及非高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分析结果，可知导致高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是R＆D人员投入（一致性>0.9），不存在导致非高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
表2 必要条件分析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高绿色技术创新
	非高绿色技术创新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市场化程度
	0.765 903
	0.730 583
	0.359 951
	0.355 583

	~市场化程度
	0.324 427
	0.328 608
	0.727 273
	0.762 887

	环境规制
	0.486 005
	0.471 023
	0.686 732
	0.689 273

	~环境规制
	0.679 389
	0.676 806
	0.472 973
	0.487 959

	政府资助
	0.692 112
	0.681 704
	0.372 236
	0.379 699

	~政府资助
	0.370 229
	0.362 843
	0.687 961
	0.698 254

	R＆D经费投入
	0.615 776
	0.597 531
	0.512 285
	0.514 815

	~R＆D经费投入
	0.500 000
	0.497 468
	0.599 509
	0.617 721

	R＆D人员投入
	0.907 125
	0.874 847
	0.372 236
	0.371 779

	~R＆D人员投入
	0.348 600
	0.349 045
	0.874 693
	0.907 006

	注：“~”是布尔逻辑运算符“非”，表示相应条件不存在，
如“~政府资助”表示非高水平的政府资助。


4.2  组态路径分析
组态分析是fsQCA的核心，条件组态是指作用于结果变量的前因条件组合。本研究采用 fsQCA3. 0 软件对16个地市案例进行分析，探究不同条件组态导致高绿色技术创新和非高绿色技术创新的充分性，得出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三类解，以中间解为基础形成组态路径，其中同时出现在中间解和简约解中的条件为核心条件，只出现在中间解的条件为边缘条件[34][42]。在本研究中为避免方法原理分歧，保证组态解释力度，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5；由于案例数量较少，故将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1；为避免“同时子集关系”的干扰，将PRI（子集关系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75[42]。组态分析结果如表3、表4所示，实现高绿色技术创新包括四种不同的条件组态，实现非高绿色技术创新包括三种不同的条件组态。
表3 高绿色技术创新路径表
	高绿色技术创新路径

	
	H1
	H3
	H2
	H4

	环境规制
	⨂
	●
	⨂
	●

	政府资助
	⨂
	●
	●
	●

	市场化程度
	●
	●
	●
	⨂

	R&D经费投入
	⨂
	●
	
	⨂

	R&D人员投入
	
	
	●
	●

	一致性
	0.788 571 
	0.770 642 
	0.996 865 
	0.937 500 

	原始覆盖度
	0.175 572 
	0.213 740 
	0.404 580 
	0.095 420 

	唯一覆盖度
	0.133 588 
	0.167 939 
	0.358 779 
	0.068 702 

	总一致性
	0.872 340 

	总覆盖度
	0.782 443 

	对应案例
	临沂、济宁
	淄博、滨州
	青岛、济南
烟台
	潍坊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不存在；
●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不存在；空白表示条件不重要。


4.2.1  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路径分析
（1）市场主导下自主开放型。组态H1指出高市场化程度、非高环境规制作为核心条件，非高政府资助和非高R&D经费投入作为边缘条件，此时R&D人员投入不发挥显著作用，该类城市环境生态能够带来高绿色技术创新。“弱式有为政府+强式有效市场”的结合表现出明显的主导关系特征，即市场化程度发挥积极主导作用，对政府有一定挤出效应。首先，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创新要素流动的难易程度[43]，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企业和政府的利益共同体联系强度减弱，企业不得不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找寻发展机会，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在市场机制下，技术的供给与需求目标相对具体明确，能够实现高效准确匹配，因此，高度市场化的环境有助于激发技术转移对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缩短创新周期[44]。其次，宽松的制度环境是培育创新的必要条件。在政府研发资助资源以及企业资金状况不足的情况下，低环境规制低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更自由宽松的成本空间，缓解代理成本对企业创新的制约。此组态的典型案例之一是临沂市、济宁市。以临沂市为例，该市是中国市场名城、物流之都，市场大发展带来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积聚发展，多年来，依托于交易中心强大的资源优势和市场开拓能力，临沂以市场为后盾，进一步推动了全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20 年，临沂市被确定为国家级物流枢纽、绿色交通试点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创建城市。因此，即使临沂市经济实力有限，地方政府科研资助资金有限，但市场主导下的自主开放特征成为临沂市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突破口。
（2）政府助力下市场与经费驱动型。组态H2指出高市场化程度、高R&D经费投入作为核心条件，高环境规制、高政府资助作为边缘条件，R&D人员投入不发挥显著作用，该类城市环境生态能够带来高绿色技术创新。“半强式有为政府+强式有效市场”的结合表现出市场、政府互利共生关系特征，该类城市总体优势明显，政府支持力度大，市场创新环境优，市场、政府双轮驱动产生协同增强效应。首先，市场化程度塑造了创新的基础环境，高市场化水平为技术转移主体提供了相对公平的交易环境，能够有效控制机会主义风险。较高水平的R&D经费投入互补政府资助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充备的资金支持，通过规制手段发挥政府调控和引导职能，统筹创新资源，激发创新活力[45]。此组态的典型案例包括滨州市和淄博市。淄博市地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经济区与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交汇处，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以及资源禀赋条件，城市经济基础较好，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在市场与经费的双重驱动下，通过政府协助该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3）资源充裕型。组态H3指出高市场化程度、高政府资助、高R&D人员投入作为核心条件非高环境规制作为边缘条件，此时R&D经费投入不发挥显著作用，该类城市环境生态能够带来高绿色技术创新。同样表现出“强式有为政府+强式有效市场 ”结合的互利共生关系特征，首先，政府资助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困境并补偿创新主体R&D经费投入不足问题。市场机制成熟的城市，创新主体具备以市场化方式解决技术需求的思维方式[44]。基础及应用研究决定着技术创新的广度与深度，R&D人员投入能够有效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卡脖子”问题。其次，低环境规制可以弱化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的替代关系，政府的“宽松监管”极大优化了政府环境政策工具搭配[45]。此组态的典型案例是青岛市、济南市、烟台市。青岛市作为山东经济中心，是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一直积极贯彻落实《青岛市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发展区域绿色创新体系。作为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的“双定位”城市，积极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投资合作。作为国家计划单列市财政优势明显，通过建体系、搭平台大力培育技术市场，并通过启动技术市场“十百千”建设工程，培养和聘用大量高水平R&D人才。在市场、政府与资源的多重驱动下，进一步提升了青岛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4）政府主导下人才支撑型。组态H4指出高环境规制、高政府资助、高R&D人员投入以及非高R&D经费投入作为核心条件，非高市场化程度作为边缘条件，该类城市环境生态能够带来高绿色技术创新。“强式有为政府+半强式有效市场”的结合表现出政府与市场的部分互利共生关系特征。政府环境规制倒逼或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向绿色技术创新转化，在R&D经费投入有限时，要提高技术创新绩效，最关键的是人力，尤其是R&D 人员的投入[29]。高水平的R&D人员投通过提高区域自主研发水平弥补市场机制下技术转移不足问题，政府资助能够实现对市场R＆D经费投入有限的“创新补偿”。符合该组态的典型案例为潍坊市，潍坊地处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心位置，同样位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的交汇处，素来有“胶东咽喉”的称号，是国内著名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美丽乡村建设的经济基础雄厚。其次，众多优势特色产业呈现出明显产业集聚效应，近年来，依托当地自然资源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深海风电新能源项目将使潍坊滨海成为亚洲第一大风电场。
4.2.2  非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路径分析
表4 非高绿色技术创新路径
	非高绿色技术创新路径

	
	NH1
	NH2
	NH3

	环境规制
	
	
	●

	政府资助
	⨂
	⨂
	●

	市场化程度
	
	⨂
	

	R&D经费投入
	⨂
	
	●

	R&D人员投入
	⨂
	⨂
	⨂

	一致性
	0.947 137
	0.966 146
	0.960 352

	原始覆盖度
	0.528 256
	0.455 774
	0.267 813

	唯一覆盖度
	0.101 966
	0.060 196 6
	0.159 705

	总一致性
	0.893 099

	总覆盖度
	0.810 811

	对应案例
	菏泽、枣庄
聊城
	东营、德州
	日照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不存在；
●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不存在；空白表示条件不重要。


（1）人财匮乏型。组态NH1指出，非高政府资助、非高人员投入作为核心条件，非高R&D经费投入作为边缘条件，市场化程度、环境规制不发挥显著作用，该类城市环境生态会抑制绿色技术创新。此组态为“弱式有为政府+弱式有效市场”的结合，该类城市无论市场化水平及制度环境优越与否，只要缺乏政府资助的区域创新主体自身研发投入不足，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就会受到抑制。首先，缺乏政府资助的企业面临研发成本和投资风险，无形之中在扩大了进行研发的个体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距离，致使企业创新动力不足，进而减少绿色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此组态的典型案例包括菏泽、枣庄、聊城。聊城市在山东地理位置不占优势，本地自然资源贫乏，经济结构偏传统，地区城镇化质量不高，近几年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进展，科技的运用提高了聊城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的占有率，但整体上看但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层次水平低，高科技企业及高科技项目少，高新科技人才引入机制还不健全，激励机制不完善，投资环境和自然环境都无法与山东东部相比。加之地方政府的财政供给能力较弱， 研发补贴能力有限，导致该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
（2）多要素匮短缺型。弱式有为政府+弱式有效市场。组态NH2指出，非高政府资助、非高R&D人员投入作为核心条件，非高市场化程度作为边缘条件，环境规制、R&D经费投入不发挥显著作用，该类城市环境生态会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该组态同样为“弱式有为政府+弱式有效市场”的结合，当市场、政府均无法有效发挥作用时，将无法形成较高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首先，由于市场化水平低，容易出现技术转移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又无法发挥政府对市场分配结果的矫正作用，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R&D人员投入水平欠佳导致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不足，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受到抑制[45]。此组态的典型案例包括东营、德州，以德州为例，德州市位于省界上，交通区位优越，但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山东省内城市难以形成有效的辐射和联动。一方面在于其资源条件有限， 农业占比过高，经济基础较差，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较弱。另一方面来自南部济南的极化效应的影响，德州市区位于省界，同等资源的分配下，资源投入更加倾向济南，大量优秀人才流入发展空间更大、机会更多的省会济南，导致德州经济发展滞后，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有力支撑。
（3）资源诅咒型。组态NH3指出，非高人员投入作为核心条件，高环境规制、高政府资助、高R&D经费投入作为边缘条件，该类城市环境生态会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该组态为“半强式有为政府+弱式有效市场”的结合，该类城市即使政府有一定研发补贴实力，环境规制强度提升，其作用效果仍会受到城市自身资源禀赋、创新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欧阳晓灵，张骏豪，杜刚），并且政府对于绿色创新技术的过度推广，也会降低绿色创新扩散效率。R&D企业自身投入水平很大程度影响对政府资助的吸收能力，R&D人员投入不足、R&D 人员非有效配置会导致绿色创新产出减少，即使有一定政府资助和R&D 经费激励，R&D人员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创新成果产出，可能制约绿色技术创新效果[45]。此组态的典型案例包括日照、滨州，日照市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为新兴的港口城市，建市年轻，建市以来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被青岛、潍坊、临沂等市所环绕，能源资源禀赋突出，但由于日照的区划过小，配套不完善，城市缺少发展空间，导致了当地人才严重流失，形成“资源诅咒效应”，使得日照处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阴影区”， 其经济发展弱于其他省内沿海城市，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偏低。
5  研究结论及展望
5.1  研究结论
绿色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两大发展理念的结合点，为打破资源束缚、促进山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关键作用。本研究基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研究框架，运用 fsQCA方法探讨了制度规范、政府资助、市场化程度、R&D经费投入、R&D人员投入共五个影响因素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组态效应。研究结论如下：①R&D人员投入是影响山东省各地市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关键瓶颈，且不存在构成非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②绿色技术创新的产生具有“多重并发”和“因果复杂”的特点，经研究发现4条高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路径和3条非高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路径，每条路径由多因素组合而成。③山东省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集聚辐射效应。省份交界地带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普遍偏低，并形成以济南都市圈、青岛都市圈为绿色技术中心的集聚辐射效应。
5.2  研究创新及贡献
（1）扩展了研究理论使用情景，丰富了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研究框架。本研究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协同的成熟市场理论应用于省级层面绿色技术创新研究领域，探索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在先前研究中，大多数学者探究了政府层面或市场层面单维度要素与绿色技术创新的显著相关关系，但鲜有学者探究政府、市场协同关系下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本研究为研究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整合视角，丰富了技术创新路径理论。
（2）揭示了数绿色技术创新影响要素间复杂互动关系，识别出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路径。本研究基于组态理论，整合政府、市场二维层面影响要素，以山东省16地市为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找到了 R&D人员投入是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必要条件，识别出市场主导下自主开放型、政府助力下市场与经费驱动型、资源充裕型、政府主导下人才支撑型4条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路径及人财匮乏型、多要素匮短缺型、资源诅咒型3条非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路径，响应了学者对系统要素复杂关系进行研究的倡议，也更深层次地解释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因果复杂性”。
（3）分析了各路径中典型城市案例特征，发现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区域差异性及集聚辐射效应。本研究根据QCA分析结果中所析出的每条实现路径代表案例，结合各城市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双向验证，发现山东省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确实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省份交界地带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普遍偏低，形成创新“阴影地带”并形成“济南”“青岛”两大都市圈的集聚辐射效应，双向验证的方式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可靠稳健，同时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5.3  实践启示
本研究通过研究“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是多维层面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在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发挥好政府职能、市场功能以及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对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至关重要。
（1）增加R&D人才投入力度，引进、培育科研人才。本研究识别出R&D人员投入是影响山东省各地市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关键瓶颈，因此，各地区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提高服务水平，完善科研人才培养、引进机制，提供相对优越的科研环境、福利待遇等，从体制机制上确保发挥优秀人才的带动及骨干作用。其次，市场要通过杠杆效应和经济手段等多种方式，在保护地区科研拔尖人才存量的同时，为科研人才提供职业发展帮扶，明确市场对创新人才的需求导向，通过市场竞争优化地区间的人才配置。
（2）立足本市进行纵深探索，补齐短板提高创新水平。本研究发现了4条高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路径和3条非高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路径，每条路径明确指出了其要素组成。这就为各城市根据自己所属路径找准短板提供了参考。各地政府应该立足本市的实际情况，找准城市定位，发现问题补齐短板，从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可参考他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城市组态路径，进行对标学习，从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3）扩大高水平城市辐射范围，发挥城市间帮扶作用。山东省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集聚辐射效应。省份交界地带的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普遍偏低，并形成以济南都市圈、青岛都市圈为绿色技术中心的集聚辐射效应。济南作为省会城市，青岛作为山东省经济中心，两地应强化其绿色技术中心的区域辐射效应，在遵循专业分工的前提下，向四周城市输送绿色技术，加强与周围城市的产业合作和投资，减少附近城市的人才互挖，增加周边地区的人才输送。
5.4  不足与展望
首先，绿色技术创新面临的环境是复杂多样的，本研究仅通过文献分析法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两个维度界定出5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未来研究可以从多维视角分析总结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其次，由于部分城市统计数据资料较少，本研究仅对静态时间下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以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深入探讨时间序列下绿色技术创新提升路径的演变。最后，本研究仅采用山东省内16个地市数据进行研究，未来可选择更加细化的数据样本，采用大样本进行结论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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